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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治水患 清代兴农桑 民国守基业
——宁夏引黄古灌区发展史（四）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战乱，水利
失修破坏严重，“各渠率多壅塞，民田
强半荒芜”“开荒田，兴水利”成为恢
复生产、发展经济、巩固政权的首要
任务，清廷推行“地丁合一”制度，将

“开渠辟垦”为“务农之本”，奖励开
垦，大兴水利。从宁夏知府张金城的

“河渠为宁夏生民命脉”，到侍郎通智
的“万民衣食之源在于水利”，充分认
识到水利灌溉对宁夏农业生产、社会
稳定、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宁夏
平原旧渠改造声势浩大，新渠开发规
模空前，引黄灌区设施和管理进一步
完善，治水技术进一步成熟。康熙在
亲征噶尔丹时途经宁夏时“亲巡农
野，视渠流灌溉”，要求宁夏地方政府

把水利作为为政之要，“兴水利以尽
地利”，还肯定了宁夏的灌溉事业，

“边防千余里，土壤贫穷，只有宁夏灌
溉发达，这是我巡幸中最高兴的事”，
充分肯定了宁夏的引黄灌溉成就。

清初，宁夏设水利都司，兴建水
利的原则是官督、民办、公助，渠道的
维修、管理和使用相结合，形成干、
支、斗、农渠配套的较为健全的灌溉
体系。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王全臣
在“距旧贺兰渠口之上三里许，直迎
水势，另开一口，至马家庄地方引入
旧渠，而扩之使宽”，修成大清渠，“口
宽八尺，深五尺，渠身长七十五里二
分”，“东西共建陡口一百六十七道，
灌谢家楼、蒋鼎、汉坝等九堡田地，共

一千二百二十三顷有余”。雍正二年
（1724年），川陕总督年羹尧奉旨巡视
宁夏水利，将“中路厅改为宁夏水利
同知”，专管“筑浚河渠”。

雍正四年（1726 年），命侍郎通
智、大理寺卿单畴书创修惠农渠，以
浇灌银北河滩地，“开大渠三百里、口
宽十三丈，至尾收为四五六丈，底深
丈一二至五六尺不等”，引水北流，至
西河尾，并归黄河，使惠农渠“以东遂
无不灌溉之田矣”。

“康乾盛世”，清政府投入巨资对
老灌区进行大规模的维修和改造，对
新灌区进行开发。持续不断地疏浚整
治，各大干渠的维护质量和引水能力
达到了新的水平。据嘉庆《大清一统

志·宁夏府》记载，当时直接由黄河开
口引水的大小干渠有 23条。宁夏银川
平原维修旧渠有唐徕渠、汉延渠等 6
条，新修了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 3条
渠道，银川平原 7大干渠全部建成。卫
宁平原维修旧渠有美利渠、七星渠等
11条，新修 5条渠道为新北渠、新渠、
顺水渠、常乐渠、羚羊峡渠，灌溉主干
渠达到 16条，宁夏引黄灌区灌溉面积
接近 220万亩，农耕经济空前发展，“水
利之盛，未有如斯者也”，“富庶甲于秦
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宁夏府
知府赵维熙修建天水渠，由灵武秦渠
清水沟洞接引金积、汉渠的退水，渠道
沿灵武县属之新接堡以达河忠堡，共
长 30余里，溉田数千亩。

明代时期：兴水利筑石堤 守护塞上江南

明代，宁夏是九边重镇之一。明
史籍中记载“黄河在天下皆为害，独
宁夏为利”。洪武、永乐年间，开始大
规模屯田，修复元末战乱毁坏的灌溉
渠道，加快了水利建设步伐。明洪武
三年（1370年），河州卫指挥使兼领宁
夏卫事的宁正，率军民“修筑汉唐旧
渠，引河水溉田，开屯数万顷，兵食饶
足”，永乐三年（1405年）宁夏军屯“积
谷九万多”。宣德五年（1430 年），工
部侍郎罗汝敬向中央建议专门设立
了宁夏“河渠提举司”，隶属陕西布政
司，专掌水利，兼收屯粮。在渠道维
修方面，“每岁修三月，发军丁修治”
闸坝，疏浚渠道，加固渠堤，所用物料
大多取之于民，官督民修已成定制，
灌溉于“四月初，开水北流。自上而
下，官为封禁”，渠道维修和灌溉管理

制度日趋完善。
宁夏卫成立后，从正统四年（1439

年）起，宁夏巡抚都御史金濂对老灌
区进行挖潜改造，先后对久塞的七星
渠、汉伯渠、唐徕渠、汉延渠、秦渠、蜘
蛛渠、石空渠等 13条渠道进行疏浚修
治。与此同时，卫宁灌区开发进展顺
利，新修了羚羊角渠、贴渠、柳青渠、
胜水渠、夹河渠、通济渠 6条渠道，卫
宁平原灌溉面积超过 21万亩。明隆
庆五年（1571 年），汪文辉任宁夏佥
事，决定将汉延、唐徕二渠木制进水
闸改建为石闸，这项工程历时 6年，在
继任者解学礼、周有光任职期间全部
完工。从此，汉唐二坝安如磐石。

1620年，张九德到宁夏出任河东
兵备时正是明朝的多事之秋，行至固
原，听说宁夏外调士兵闹事，他急忙

星夜赶路，到宁夏积极抚慰军士，避
免了一场兵变。

明初洪武十七年（1384年），黄河
发大水，建城历史长达 1575年的灵州
被黄河水淹没。也正是因为被黄河
淹没，灵州被迫向东北方向迁徙，“城
凡三徙”。张九德来灵州出任河东兵
备时的灵州城，就已经是古灵州被淹
没 44年以后的宣德三年（1428年）第
三次迁徙后修建的新灵州城，即今天
的灵武市。张九德到宁夏时，黄河水
逼近新灵州城，形势非常严峻。

看到黄河水逼近灵州城只有几十
步的可怕情景，河东兵备张九德惊呼：

“若此，是无灵州城矣！”在黄河逼灵州
城东徙的危急关头，张九德坚定地提
出以修建灵州黄河石堤，逼迫黄河向
西迁移，来阻挡黄河“吞噬城闉”。

为了打好修建灵州黄河河堤的石
堤之役，张九德带头捐出自己一月俸银
二百两，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石堤
之役”。因为张九德已经断定要“巨石
砥柱”，所以，他一反过去用土加薪草的
旧办法，决定采用新法，修建石堤，并在
他的统率下，组建一个精干的筑堤领导
班子，开始“大兴石堤之役”。

张九德领导的灵州“石堤之役”，
从天启癸亥三年（1623年）正月开工兴
建，到天启乙丑五年（1625年）四月，总
共用了 2年 4个月，“用银九百一十两
有奇，动用米麦六十石，而储尚有
余”。张九德还为秦渠修长排，汉渠开
芦洞；创制水戽，利民灌溉。灵州官民
盛赞张九德治河的功绩，称灵州石堤
为“张公堤”，同时修《灵州三贤祠》，与
王珣、杨一清一起敬为三贤。

清代时期：康乾盛世 引黄灌区全面拓展

民国时期：动荡岁月 引黄灌区艰难维系

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军阀混战，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宁夏
引黄灌区基本上处于维持状态。民国十
七年（1928年）新设宁夏水利总局，第二
年全省水利工作归建设厅统一管理。
马福祥、马鸿逵在主政宁夏时期重视水

利建设，编撰了宁夏治水方面的学术性
专著《宁夏省水利专刊》，并开挖了湛恩
渠、云亭渠，实测了灌区面积，完善了灌
区管理机制等。解放前夕，共有大小干
渠39条，引黄灌溉面积192万亩。

纵观宁夏平原的水利建设，虽有

朝代更替、盛衰进退，但从未停止过向
前迈进的步伐，宁夏引黄灌区遂与都
江堰灌区、安徽淠史杭灌区、内蒙古河
套灌区并称为中国四大古灌区。历代
开凿的秦渠、汉渠、汉延渠、唐徕渠等
引黄古渠至今仍在汩汩流淌，惠泽至

今，使塞上江南的美誉传享千载。可
以说宁夏 220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史
就是一部流淌的水利开发建设史，引
黄灌区的创立和发展，为我国稳定西
北、巩固边疆、推进历史进程起到了重
要作用。（本报记者 单 瑞 整理）

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1941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
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
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
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
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太大了。”

为解燃眉之急，边区政府只能采取加征救国公粮的
办法。但沉重的财政负担，很快引起了民怨。如何克服
困难呢？办法有两个：一是做减法，减征公粮（1942年的
公粮由原定的 19万石降为 16万石），精兵简政（减少脱
产人员数量），减轻农民负担；二是做加法，开展以农业
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增加农业产出。由此，轰轰烈烈
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作《经济
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时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在大生产运动中，
边区农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按照不同情况，确
定了“耕一余一”“耕二余一”“耕三余一”的粮食生产计
划，普遍成立耕种变工队、锄草扎工队。除种好原有耕
地外，还鼓励农民积极开垦荒地，开展生产竞赛，踊跃
交粮、交草，参与运盐、纺纱、兴修水利、为军烈属代耕
等活动。在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进一步
完善以减租减息为核心的租佃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
乡村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在减租过程中，边区各地还成立了农
会、租户会、减租会等民众组织，专门负责处理减租和农民佃权的
保护事宜。

经过两年左右的艰苦奋斗，基本实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边
区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43年，延安市东区黄蒿洼后沟的农
民曹守富说：“过去吃的是高粱、稀米汤，现在已经为白面条、馍馍、
干米饭所代替了。端午节全家聚餐，吃着鸡肉酒菜。”

给农业生产做好加法

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取决
于耕作技术、良种推广、生产组织形式、生产资金等要素的配套。边
区大部分地方的耕作方式相当粗放。为达到“耕二余一”的增产任
务，边区政府要求普遍推广耕作技术，以提高作物产量。另外，延安
各地农民过去种地基本不施肥，经政府提倡后，各地更加注意积肥
了，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捡粪。农民采用各种方法增加肥源，如多养
牲畜勤垫圈，多建厕所勤拾粪，沤柴草、挖炕灰和垃圾土等。

发放农贷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是边区金融工作的中心之一。
1941年 12月 15日，根据陕甘宁边区银行提议，边区政府决定成立
农贷委员会，以李鼎铭、高自立等 7人为委员。随后，各县也相应
成立农贷委员会或办事处。1942年 1月，边区政府制定《边区农
贷的基本任务和目前的实施办法》。1943 年初，根据毛泽东提
议，边区政府结合实际先后制定《三十二年度（1943）农贷实施办
法》《农贷小组暂行组织办法》《陕甘宁边区农业贷款章程》等。
边区农贷分为生产、副业、供销、农田水利四类。农贷利率长期
年息 1分，短期月息 1厘，以一年为期。1942年，边区银行共发放
植棉贷款 96 万余元，使边区棉花面积扩大了一倍，棉产量由 50
万斤上升到 140万斤。青苗贷款是为解决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
民生产生活资金困难，打击高利贷活动而设置的。据统计，1942
年，边区银行在延安县、延川县、延长县，共发放棉花青苗贷款 46
万余元，折合棉花 11989斤。农田水利贷款一般由边区政府建设
厅发放，银行协助。1945年至 1946年春，边区政府在子长县共发
放水利贷款 600万元，新修水地 316亩，补修水地 609亩，增产粮食
300余石。

在利用和改造各种民间劳动互助形式，组织群众发展农副业、
手工业、运输业的同时，也使旧的劳动互助组织具备了新的性质：限
制剥削，奖励劳动，打破了小农经济的第一个限制——分散的个体
劳动。1943年 11月 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边区劳动英雄大
会上号召，“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
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
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经提倡，
边区各地普遍流行扎工、变工、锣鼓班子等劳动互助形式，极大地提
升了劳动生产率。

给乡村社会一个新面貌

为建设模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和手段
革除陋俗恶习，并通过宣传新风尚，刷新民众精神世界，改变边区乡
村的社会面貌。

改造闲散人员，是从延安县开始的一场群众运动。据边区政府
建设厅调查，1937年前，延安市人口不到 3000人，而流氓、地痞将近
500人；延安县人口为 3万左右，流氓、地痞为 1692人；边区其他各
县的情况与延安大致相似。1940年春，延安县在庙沟乡召开生产
动员大会，提出让闲散人员参加生产。到 1941年底，延安县闲散人
员减少了 72%。延安县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毛泽东称
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2月 14日，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改造闲散人员》，积极推广延安县改造闲散人
员的经验。3月 4日至 5日，中央生产委员会在延安召开各部队、机
关、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指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
子、一个闲散人员。”至此，陕甘宁边区改造闲散人员达到高潮。经
过各方面的努力，改造闲散人员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增加了劳动
力，巩固了社会安定。

吸食鸦片，是旧社会给陕甘宁边区民众造成的恶习，严重影响
经济建设与社会风气。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绝烟毒的主要方式为立
法、查禁和发动民众监督等，主要做法是禁绝种植、严查鸦片走私贩
卖、改造嗜好鸦片者。为查禁及处理边区境内烟毒犯罪活动，1942
年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后来又在重要城镇设立禁烟督察
分处。1943年 9月 11日，边区政府发出《为禁止吸毒事给专员公署
县（市）政府的指示信》，对帮助烟民戒烟提出了具体要求，号召形成
群众性的戒烟运动，发动烟民进行戒烟竞赛。至抗战胜利，边区吸
食鸦片者近乎绝迹。

模范村是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新生事物。模范村建设，是从
延安县开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个模范村，就是延安县柳林区二
乡的吴家枣园村。1943年 11月，西北局招待劳动英雄大会号召，

“劳动英雄要成为团结和推动一个村一个乡群众生产的核心和
旗帜。”劳动英雄吴满有率先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和西北局的
号召，将吴家枣园村的模范生产经验，推广到整个延安县柳林区
二乡，使其成为模范乡。受此启发，更多的劳动英雄纷纷表态，
准备将个人的生产经验扩大到全村使其成为模范村。1944年，
边区模范村建设进入高峰，涌现出生产模范村、文化模范村、卫
生模范村、运盐模范村、纺织模范村等。模范村建设不仅促进了
大生产运动继续向深入发展，而且对农村社会改造及农民教化
的作用也十分突出。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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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部分有识之士
认识到中国乡村问题的紧迫性、严峻性，进行了以乡村
建设运动为代表的尝试，但效果很不理想。中国共产
党人高度重视乡村问题，认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
民革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主旗帜，
基于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系统的乡村社会
经济建设，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农村社会组织化和农业
经济发展积累了可贵经验。

“抗战之声”拍摄地遗址位于吴
忠市同心县预旺镇古城北城墙东
段。这里曾是埃德加·斯诺的名著
《西行漫记》封面上红军小号手的拍
摄地。红军小号手是埃德加·斯诺拍
摄的最为珍贵的照片之一，被誉为

“抗战之声”。
豫旺城外 4公里处有个老地方叫

“杨家堡子”，四周是高大的城墙，地
处杨家沟滩村的一块地势平坦的陇塬
上，是杨廷栋、杨廷辉等四兄弟修建
的。原来城堡内盖有大小房屋 30多
间，开凿有窑洞 10余个。如今，只剩
下窑洞和一排 20年前改建的砖混结
构房屋，历经 100多年的风雨，杨家堡
子的城墙仍保存完好。红军来到豫旺
后，将杨家堡子作为红军西征总指挥
部。杨家堡子的城墙就是“抗战之

声”拍摄地遗址。1938 年 2 月，埃德
加·斯诺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出版
时，封面上红军小号手振臂奋吹军号
的英姿跃然纸上。

画面上这个红军小号手，忠实地
记录了艰难曲折而伟大的红军长征
和西征，正是由于中国红军的革命实
践活动和斯诺对红色中国的真实报
道，才使西北黄土高原上的预旺堡、
同心城这些千百年来不为人们所知
的地名发出了举世瞩目的光彩。这
位红军小号手到底是谁，一直是个未
解之谜。原来，他就是时任红一军团
某部营教导员的谢立全，1955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直到逝世前，他才告诉
儿女这个秘密。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
7月 19日—1972年 2月 15日），生于美
国密苏里州，美国记者，代表作为纪
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又名
《西行漫记》）。1928 年来华，曾任欧
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
4 月到 1935 年 6 月，斯诺同时兼任北
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 6月
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
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边区的西方记
者。1939年到延安，采访毛泽东等中共
领导人，并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
战争的态度。1942 年去中亚和苏联
前线采访，离开中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他曾三次来华访问，并与
毛泽东主席见面。1972年 2月 15日，
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后人遵
照其遗愿，将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
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2009
年 9月 10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
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之一。

1936 年，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

和马海德在宋庆龄与中共地下党的安
排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经西
安、安塞、保安等地，于 8月中旬到红
军西征前线即红军总部所在地宁夏豫
旺堡采访。在豫旺堡采访的 10多天
中，埃德加·斯诺每天清晨都能听到
从城南传来响亮的吹号声，那是一队
红军小号手在练习吹号。

8 月下旬的一天，驻豫旺堡附近
的红军后勤部杨大堡子遭到国民党地
方部队的突然袭击，将红军筹集的
200 只羊、100 多头牛以及 40 多头驴
驮的布匹、棉花全部掠走。对敌人的
强盗行径，战士们义愤填膺，纷纷请
战。经上级首长批准后，由时任红一
军团营教导员谢立全率两个连，军团
侦察科长唐子安和营长何德全率两
个连，分两路包抄袭击敌师部，营救
出韦特派员等 20多人，夺回被掠去的
牲畜、物资，还缴获了 300多匹马和部
分武器弹药。战后俘获的所有马匹都
上缴军团部成立了骑兵团。为了表彰
谢立全的英勇善战，上级奖励了他一
身新军装。

有一天清晨，斯诺在豫旺南门外
拍摄晨练的红军小号手，这些小战士
都仅有十四五岁。斯诺调整着镜头，
总感觉有些不满意。忽然，他眼前一
亮，看到一位身着新军装，个头高挑，
年轻英俊的红军战士正与战友们畅
谈战斗的情景。这正是 19岁的营教
导员谢立全，当时他已是个“老”红军
了，他 14岁在江西当红军，参加了长
征，红军西征又来到预旺。斯诺走了
过去，看到身着新军装，体格健壮，背
着手枪的谢立全，觉得终于找到苦苦
寻觅的理想号手。斯诺问他会不会
吹号，谢立全说：“我刚参加红军时就
是小号手。”斯诺高兴地请他走上豫

旺堡的城墙，让他站在红旗旁边吹军
号。谢立全站在插有一面“中国人民
红军抗日先锋军”的旗帜前，对着喷
薄欲出的朝阳，昂首挺胸，吹着军号，
斯诺赶快按下了快门，拍摄了这张珍贵
的照片，将中国“红军号手”的英姿定
格在那永恒的瞬间。后来斯诺给这
张照片命名“抗战之声”，并作为他介
绍中国工农红军的名著《西行漫记》
的封面。

谢立全（1917年—1973年），江西
省兴国县樟木乡人。1929 年参加中
国工农红军。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1931 年转入中国共产
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一
军第一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军
团第五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参加
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处组织股股
长，第三分校大队政治委员，训练部
政治教育主任。1940 年任广东游击
区第二支队副司令员。1943 年任南
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副指挥。1944
年任中区抗日纵队副司令员，广东
人民抗日军参谋长。1945 年任广东
人民抗日解放军参谋长。解放战争
时期，任华东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委
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
政治委员。1949 年任第三野战军第
三十军政治委员。参加了南麻临
胸、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
军 第 五 舰 队 司 令 员 兼 政 治 委 员 。
1952 年 任 军 事 学 院 海 军 系 主 任 。
1956 年起任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
长。 1962 年任海军学院院长。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3年 10月 30
日在北京逝世。

（据宁夏党史教育）

“抗战之声”。

传世抗战之声的峥嵘岁月


